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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识资源共享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新课题。教育枢纽所在国（地
区）对发展知识经济、扩大政治影响、重塑社会文化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追求，推动教
育枢纽成为当地知识资源共享发展的有效实践者。为实现共享成效，教育枢纽培育良好的
共享环境，立足区域优势发挥独有共享价值，制定战略规划，多部门统筹推进知识资源共享，
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共享内涵、价值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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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资源共享视野下的教育枢纽
构建动因、共享体系及举措①   
陈慧荣1,2，刘咏梅2,3
（1.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福建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福建厦门 361005；
3.楚雄师范学院，云南楚雄 675000）
全球知识经济使各国 （地区） 间联系日益
紧密，并迈向全球共享时代。[1]“共享” 是我国坚
定不移予以贯彻的发展理念之一，也是各领域
发展成果分配和发展方式的完善与创新。[2]2017
年，我国知识技能共享市场交易额达 1 382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6.60%，是共享经济增长最
快的领域 ；教育是我国共享发展市场巨大、
民生关切、痛点明显的重点领域。[3] 教育枢纽
（education hub） 是国家 （地区） 寻求基于知识
资源共享的发展理念，将核心竞争力从外生论
演化到内生论、从资源观过渡到知识观的发展
战略 [4]，是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方式 [5]，也是
知识资源共享的实践者和先行者。本文从知识
资源共享视角研究教育枢纽构建动因、共享体
①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提质增效问题研究”（项目批
准号：16JJD8002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慧荣，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博士
研究生；
                    刘咏梅，女，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楚雄师范学院讲师。
系及举措。
一、教育枢纽及其知识资源共享内
涵、价值
（一）教育枢纽及其类型
教育枢纽是国家 （地区） 通过战略规划，
将当地和世界能够产生重大知识成果的教育
活动主体 （学生、研究者、高等教育机构、研
究中心） 和利益相关者汇聚在一起，并使他
们为实现自身目标和当地总体利益而从事教
育、培训、知识生产和创新活动。[6] 教育枢纽
有学生枢纽 （the student hub）、人才枢纽 （the 
skilled workforce hub）、知识 / 创新枢纽 （the 
knowledge/innovation hub） 三种类型。学生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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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为世界教育机构开设多样化和高质量国际化
课程、举办跨境教育项目、建立分校提供启动
资金、土地补贴、税收优惠等优惠支持，力图将
当地打造成国际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理想目的
地。人才枢纽强调劳动力和市场的相关性，引
进能与当地产业发展形成匹配的专业、课程 ；
为学生补贴学费，提供工作签证或永久居留权
的优惠待遇，换取学生毕业后为当地发展做出
贡献的固定就业期。知识 / 创新枢纽增加公共
研究资金、建设科技园区，引导当地和世界教
育活动主体在当地急需的重点领域开展合作研
究，提升当地自主创新能力 ；增加教育、研究和
产业之间的多边联系，将知识产权用于商业目
的，最大化知识创新的附加值。[7] 各类型教育枢
纽在发展目标、推进策略上各有侧重，但共同原
则是基于共享提升知识资源的使用效率和附加
值，以计划性、集群性、国际性和战略性为特征，
推动当地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在全球和区域政
治经济格局中寻求一定的战略地位。[8]
（二）教育枢纽知识资源共享内涵及其价值
1. 共享内涵。知识资源共享的本质是将知
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降低其交易成
本，使原来不可交易的资源进入可交易的范围，
增加知识的使用范围和效率。教育枢纽一方面
将当地和世界教育活动主体纳入国家 （地区）
发展战略，计划性地推动当地教育活动主体引
进与其相匹配的优质知识 “使用权”，使其形成
“集群”，扩大知识资源的使用范围 ；另一方面
鼓励当地教育活动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在共享中
实现知识资源增值，以此生成自主知识产权。这
种共享范式避免了当地和世界教育活动主体间
的偶然、临时互动，缩短了双方的空间、制度、文
化距离，降低了知识交易成本。世界教育活动主
体也通过教育枢纽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扩
大了自身知识资源的影响力。
2. 共享价值。知识资源共享具有边际收益
递增的优势。对于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资源共
享可以为其有限的知识带来一定的物质经济收
益和社会声誉回报，提供扩展世界网络的机会，
增加自身生产力和创造力 ；对于利用、共享知
识 “使用权” 的主体来说，知识资源共享可以补
偿其在某一领域的短板，为其创新发展注入活
力，实现知识增值。[9] 为最大化知识资源共享价
值，三类教育枢纽紧密结合当地战略重点，采用
不同策略引进世界知识资源，增加知识资源的
互补性，多方面推进知识资源共享，以期实现当
地发展战略。
二、共享发展视野下教育枢纽构建的
动因
教育枢纽不是自然行为，而是当地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和学术发展等多因素共同驱动下
发生的。
（一）经济因素
经济收益始终是教育枢纽构建的出发点和
归宿点。教育枢纽是其国家 （地区） 应对全球知
识经济的复杂挑战，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获
得一定战略地位的经济策略。跨境教育的市场
价值及运作模式增加了其政策话语，释放了高
等教育服务、消费和跨国家 （地区） 边界限制的
交付。这为教育枢纽重视高等教育经济价值，将
其作为经济转型发展新引擎，用较低成本引进
知识资源，促进当地和世界教育活动主体共享
发展，实现当地经济转型提供了依据。教育枢纽
允许特定国家 （地区） 教育活动主体提供更多
高水平联合 / 双 / 多学位课程、特许经营课程，
建立分校，鼓励当地教育活动主体共享自身缺
乏或发展不足的知识资源，吸引国际学生，获得
可观的经济收入 ；吸引世界资本直接投资当地
重要研发领域和项目，促进知识创新和知识产
权生成 ；关注国家 （地区） 经济命脉，将知识创
新和产业需求紧密相连，促进知识创新成果的
商业应用和转化。
（二）政治因素
教育枢纽集文化、政治理想和外交政策等
潜在软实力于一体 [10]，是当地重视非军事力量
和非传统生产要素，寻求创造性发挥国际影响
力、争取发展主导权的利好工具和政治选择[11]，
其设计主体是国家 （地区）[12]。教育枢纽不仅是
教育策略，也是树立国家（地区）形象，建立、加
强和深化国家 （地区） 间双 /多边关系，促进区
域、世界共享发展的政策平台 ；是激励未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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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领导者，建立可转化为权力和影响力的共同
规范和价值，长远提升当地话语权的手段 ；是
国家 （地区） 全面、有力重塑其发展制度，促进
当地社会和政治战略性改革的政治工具 ；是引
进 “外国智力”，加深国家 （地区） 相互理解和
信任，建立持久伙伴关系的途径 ；是实现当地
教育系统升级、建立专业及课程标准、监管标
准、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寻求当地高等教育在全
球舞台上产生影响力的政策平台 ；是教育、研
究、城市再开发、税收、移民和知识产权等领域
政治改革的推动力和成果。
（三）社会文化因素
教育枢纽是具有特定象征和解释意义的文
化实体。社会文化影响国家 （地区） 身份、价值
观和规范方面的一致性，文化亲和力可以加速
国际关系。[13] 但文化不是静态和单一的，是不
断变化和重新解释的。教育枢纽关注世界知识
资源的文化敏感性及其与当地公认规范的差
异[14]，将当地教育活动主体纳入国家 （地区） 制
度、文化战略框架，在和世界知识资源的共享发
展中重新定义、解释和构建自身发展的意义、方
向和目的[15]。作为新兴的文化组织，教育枢纽强
调共享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把多元文化视为
参与相互理解的机会，寻求世界教育活动主体
的精神能在当地产生积极的文化态度 ；推动当
地教育活动主体具备全球、民族和地区特征，培
养具有国家、区域和世界三维文化特质的国际
化人才 [16] ；融合当地和世界文化，打造当地开
放包容的多元文化，推动教育枢纽成为世界文
化的新兴 “品牌资产”。
（四）学术要素
今天，科学研究已进入以精英研究团体间
的国际合作为特征的时代。[17] 教育枢纽将国际
化认定为提升当地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部分
干预教育活动主体运作，共享具有声誉和影响
力的知识资源，提升当地教育的国际声誉、认可
度、标准和成就。[18] 其核心是拥有世界高水平教
育研究机构，在一流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影响世
界的科学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驱
动力和增长极。教育枢纽有计划地调整、利用世
界知识资源，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激发当
地教育活动主体在共享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治
理结构，形成可识别的品牌 ；依托跨境教育建
立符合当地和世界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及监管
标准，增强国家 （地区） 参与国际教育规则制定
的话语权。对世界高水平教育活动主体来说，教
育枢纽在政策、资金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
为其创建全球网络 [19]、培育可识别品牌 [20] 和提
升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和动力。
三、教育枢纽的共享体系分析
共享是教育枢纽实现其可持续竞争优势的
战略规划及可操作系统。[21]
（一）教育枢纽共享体系的构成要素
教育枢纽仿效美国基于知识和研究的集群
发展模式[22]，有计划、战略性地将教育活动主体
及其利益相关者汇集在一起，又超越该模式，注
重当地参与者对 “进口知识资源” 的整合、再造
和创新，以及这种创新和当地发展的相关性[23]。
这个过程不是知识资源的单向转移，而是当地
和世界教育活动主体及利益相关者通过对话、
互惠和共享发展，发挥知识资源的溢出效应，打
造当地以知识为基础的供应链、教育链、产业链
和价值链。[24]
1. 教育枢纽共享层次。 教育枢纽的共享是
多层次的。教育枢纽是共享载体，也是共享发
展主体和客体。作为共享载体，教育枢纽为当
地、世界教育活动主体及利益相关者的知识共
享提供不同层次和结构的平台，使当地教育生
态系统优化升级。作为共享主体，教育枢纽将
当地知识资源和世界共享，形成教育“出口”。
作为共享客体，教育枢纽“进口”、共享世界
更高水平的知识资源。本研究主要分析教育枢
纽作为共享载体的共享体系。
2. 教育枢纽知识资源共享体系模型。 为深
入理解教育枢纽如何共享世界知识资源和当地
教育活动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对话、 交流， 本
研究依据教育枢纽特点， 以日本学者野中郁
次郎（Ikujiro Nonaka）和竹内弘高（Hirotaka 
Takeuchi）提出的知识共享 SECI 模型为基础，
结合国内外知识共享的研究成果，构建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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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的知识资源共享体系模型。
如图 1 所示，当地和世界知识资源基于
教育枢纽在社会化 （socialization）、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综合化 （combination） 和内在
化 （internalization） 四个过程中实现动态转化
和螺旋上升。[25] 这四个过程是一个大循环，代表
教育枢纽共享世界高水平知识资源的能力。教
育枢纽通过这种共享不断激励、催生一轮又一
轮的资源整合与结构调整。尽管当地和世界教
育活动主体在知识所有权、学术独立性、共同文
化和员工等方面的物理距离是其共享发展的典
型障碍 [26]，但教育枢纽多样性组织的汇集和制
度文化可以提高上述各层次共享水平。[27] 作为
凸显共享价值的载体、形式和平台，教育枢纽一
方面提供一定的经费和基础设施支持、税收和
移民等政策支撑来激励共享行为，促使参与者
之间建立稳定和持续的关系 ；另一方面缩短参
与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来
削弱共享障碍，弥补共享带来的漏洞。
（二）教育枢纽共享要素分析
1.共享主体。共享主体是文化、知识、技术
等资源的所有者。教育枢纽的共享主体即拥有
当地战略性知识资源的世界教育活动主体及利
益相关者。共享主体在一定内外部动机驱使下
通过教育枢纽招收国际学生，提供双 / 联合 / 多
学位课程，开设国际分校，开展合作研究，实现
研究成果转化。
2. 共享客体。共享客体是共享资源的接受
者。教育枢纽的共享客体是当地有计划接受共
享主体知识资源的教育活动主体及利益相关
者。共享客体的准备状态、吸收能力[28]、共享意
愿 [29]、拥有的时间及空间机会 [30] 是影响共享成
效的因素。
3. 共享本体。教育枢纽的共享本体即世界
高水平知识资源。共享本体的模糊性、复杂
性、[31] 完整性和系统嵌入性 [32] 影响共享成效。
已有研究主要从知识表征方式将其分为显性
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共享研究已经相对成
熟，隐性知识共享研究仍是学界关注但没有统
一认识的问题。
4.共享载体。共享具有情境依赖性[33]，有效
共享必须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或其他关系
情境中，即共享行为需要承载平台和空间。教
育枢纽是共享主客体交流沟通的载体，是实现
共享成效的物质基础。不同的共享载体会促成
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共享行为和成效。[34] 运行良
好的共享载体能够有效地将共享要素汇集在
一起[35]，创建信任、规范、互惠的共享环境[36]，
促进主客体间的共处、联系。[37]
5. 共享成效。预期共享成效的实现是教育
枢纽共享发展的终极目的。教育枢纽所在国
（地区） 教育、研究机构能力提升，教育逆差的
逐步扭转，知识经济产业链、价值链的建立和良
性发展，是教育枢纽共享发展的目标。三类教育
枢纽从国际学生中获得经济、政治、文化和学术
收益，有效带动了当地教育系统的现代化及其
图1.教育枢纽知识资源共享体系
共享载体       
共享本体   
吸收 
共享主体 外在化 创造 内在化 共享客体
 
社会化 隐性知识
 激励共享行为   削弱共享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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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相关产业经济收益增加。[38]
四、教育枢纽共享举措分析
教育枢纽是国家 （地区） 基于政策手段发
展跨境教育，提升当地教育现代化，实现经济转
型发展的新范式，其共享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
点 ：
（一）培育良好共享环境，增强自身吸引力
教育枢纽是当地和世界教育活动主体及利
益相关者共享知识资源的引导性、支持性和平
台性组织，其目标达成需要一定的共享环境。教
育枢纽着重从政策制度和物质技术环境两方面
培育良好的共享环境，增强自身吸引力，构建共
享高水平知识资源的生态系统。
1. 制度环境是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
枢纽是国家 （地区） 政策制度的产物，其发展不
断需要政策制度的支持。从宏观方面来说，在传
统增加奖学金、放松就业限制、调整签证政策之
外，教育枢纽所在国 （地区） 将其纳入当地发展
战略，为其吸引、共享世界高水平知识提供了有
力支撑。如，新加坡1998年实行的 “世界一流大
学项目” （World-class University Program）、2002
年推出的 “全球校园” （Global Schoolhouse） 项
目实质性地推动了新加坡教育枢纽建设。马
来西亚 1991 年出台 《马来西亚 2020 愿景 ：未
来之路》[Malaysian: The Way Forward (Vision 
2020)]，2007年出台 《国家高等教育战略规划》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增强教育对经济的刺激，加快教育枢纽建设。[39]
从中观层面来说，教育枢纽也是对当地教育研
究系统的改革。教育枢纽将当地教育活动主体
纳入国家 （地区） 教育国际化目标和路线，赋予
其更多责任和自主权，推动其市场化改革和自
主发展 ；促使教育活动主体在治理理念和行动
中高度重视国际化，做好机构及院所发展规划、
财务预算、组织结构、质量评定管理的平衡机制
和资源分配机制，为更多国际学生、学者提供学
术支持。这削弱了当地共享世界高水平知识的
制度障碍，使当地教育活动主体和产业部门联
系更加紧密，推动了知识创新和增值。
2. 物质技术环境是共享发展的基础支持。
物质技术的投入影响教育枢纽布局、建设及运
行效益。教育枢纽要吸引世界高水平知识资源，
就需要有相应的物质技术来支持共享客体能力
提升和共享成效实现。为此，教育枢纽一是增加
公共研究经费，资助与当地经济增长紧密相关
的国际教育研究项目，投资高价值的科学家、学
者。例如，阿联酋政府2014年发布 《国家创新战
略》 （National Innovation Strategy），规定每年投
资约 140 亿迪拉姆用于创新，其中 70 亿用于研
发 [40]；2015年宣布 “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最高
政策”，投入 3000亿迪拉姆支持知识经济和创
新发展，为迎接 “后石油时代” 做准备[41]。二是
为世界高水平知识资源提供基础设施，以慷慨
的资金建设教育及科学研究中心、科技园，设立
创新孵化器，为创新注入动力。三是引进国际投
资，吸引主要创新领域的领先国际企业 ；支持
企业建立创新和科学研究中心，支持国家优先
领域的应用研究。
（二）立足区域优势，发挥独有共享价值
教育枢纽的构建没有 “单向” 或 “普遍正
确的方式”，必须发展自己的道路，确保将 “品
牌知识资产” 嵌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最大
限度发挥知识资源的共享价值。
教育枢纽将当地所拥有的接纳世界思想
和知识的历史文化特征和价值观作为其独有
价值，注重当地文化对世界高水平知识资源的
建构和定义 [42]，并以此探究适合当地特色优势
的共享发展模式。例如，新加坡技术倾向的政
治机构将当地人口少、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
信仰和精英主义的文化赋予理想的民族认同 ：
创业、竞争、自给自足、致力于自我完善，把英
语制度化为官方语言 [43]，为当地政府打造教育
枢纽提供了自由文化氛围。马来西亚与伊斯兰
国家有密切的外交关系，且靠近印度尼西亚，
故将经济理性注入软实力，发布 《马来西亚全
球影响力 ：一个新的方面》 （Malaysia’s Global 
Reach: A New Dimension），其 “首选国家”
（preferred partner countries） 的 20 国中 16 个
是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44] 马来西亚教育枢纽
重视宗教遗产，将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视为
举办跨境教育、以促进伊斯兰世界的对话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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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招收大量伊斯兰国家学生的一种力量 ；另
外，受殖民历史影响，马来西亚对英国和澳大
利亚教育规范具有强烈亲和力，这在教育枢纽
构建中展示了另一种文化共享形式。[45]
（三）制定战略性规划，促进共享成效达成
教育枢纽不是简单开拓国际市场和拓宽利
用世界知识资源的领域，而是其国家 （地区） 融
入世界秩序，整合当地和世界多方力量的发展
战略。在综合分析当地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关键
要素基础上，教育枢纽制定共享世界高水平知
识资源和发展当地教育研究机构的 “双管齐下”
的战略，围绕一个或几个重点领域集中适度规
模的品牌知识资源，以期在资源互补、交流和共
享中实现知识资源更高的价值。为达成预期共
享成效，教育枢纽的战略规划主要有以下特征 ：
一是融入国家（地区）治理过程，将其发展目标、
方向与其当地长远目标和近期任务紧密结合，
在既定战略框架下确定共享内容、范围和形式。
二是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教育枢纽依据当地发
展阶段和优先领域，协调重点发展领域和项目，
分步建设具有示范性、辐射性和具备相应功能
的专业集群。[46] 三是整合与构建相结合。教育枢
纽充分评估、利用当地社会文化和教育特色，
在当地重点发展领域引进世界知识资源，促进
当地和世界教育活动主体协同发展，全面提
升当地教育质量和效益。四是注重战略的灵活
性。教育枢纽的战略规划不是一劳永逸的，而
是随着战略推进不断调整。这促使教育枢纽始
终和当地面临的内外部竞争紧密相连，更深程
度和更广范围参与知识经济，也对其有效引进
和共享知识资源以保持自身竞争优势提出更
高要求。
长期、灵活的战略推动，为教育枢纽提升区
域竞争力和战略地位提供了保障，其中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成为教育枢纽中最大的教育出口
国，我国香港地区紧随其后。[47]
（四）多部门统筹推进，寻求多领域合作共
享
教育枢纽的共享发展涉及多方利益。如何
更好地调动、协调多部门，减少共享发展的部门
壁垒，缩减共享主体和客体间的沟通成本，实现
当地政策执行畅通，使各方利益最大化，是教育
枢纽共享成效实现的重要关切。
教育枢纽是国家 （地区） 发展战略，其构建
和实施不只涉及教育部门，需要多部门统筹协
调。三类教育枢纽的定位和目标不同，参与者不
同，推进部门也不同。学生枢纽的主要推动者
是教育部门。教育部门牵头制定其要引进的世
界知识资源及共享规则，实施质量监管 ；贸易、
外交和旅游部门协助提供相应的土地、税收和
经费激励，寻求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共享资源。人
才枢纽的目标是为当地发展开发人力资源，培
养和留住高水平国际化人才在当地就业是其核
心，撬动其共享发展的杠杆是人力资源、工业和
移民部门 ；教育及外交部门协同推进其构建和
发展 ；外交部门向潜在的共享主体、学生和雇
员推广教育枢纽，为其在更广范围吸引优秀人
力资源提供支持。知识 / 创新枢纽更关注知识
生产、分配和创新，发展不基于制造业和资源要
素的知识经济，科技、贸易、劳工、工业、教育、商
业、外交、移民部门统筹推进其发展。科技、贸
易、劳工、工业、教育部门牵头制定当地重点知
识发展领域，引进外国教育活动主体 ；外交和移
民部门促进当地和外国参与者的联系 ；商业和
贸易部门引导培育知识创新的商业层面。[48]
五、结语
科学研究经历了个人、国家、制度三个时代
之后，进入以国际合作为主要特征的第四个时
代。自1945年以来，美国和欧洲一直是研究领
域的主导者。然而，未来这个大西洋轴线可能不
会成为研究的主要焦点。[49] 教育枢纽的构建和
发展是对这种合作、共享发展趋势和对全球知
识经济发展的回应，是共享发展的创新，也是其
国家 （地区） 实现知识资源最大化、最优化配置
的新课题。
教育枢纽拓展了知识资源的使用范围和应
用深度，为教育活动主体和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的良性互动构建了平台。尽管教育活动主体
和其他相关产业存在功能差异，但也依然存在
诸多可共享、融合的元素，这也充分显示了知识
资源通过共享能够参与和组建教育和产业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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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网络。另外，虽然经济民族主义在这个全
球化时代经常被视为一种时代错误，但教育枢
纽的构建和发展揭示了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全
球化之间的共同构成关系。[50] 教育枢纽对知识
创新经济的支持仍需要实质性的规划、政策支
持、基础设施和金融投资，最终取决于其开发独
特研究和平台建设的能力、批判性地审视跨境
教育治理和学术质量监管的水平。[51] 教育枢纽
的共享发展与我国共享发展理念有着紧密的内
在理论契合，也是共享发展理念在教育领域的
实践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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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resources sharing is a new topic i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Education hub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practitioner of knowledge resources sharing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or area where it is located, for seeking to develop knowledge economy, expand political 
influence, remold social cultu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sharing, education hub cultivates enabling environment, exerts its unique sharing value based on the 
local advantages, formulates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romotes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resources in a multi-
sectoral way. In practice, education hub has formed a unique sharing connotation, value and system.
Key words： knowledge resource sharing; education hub; higher educution; cross-bord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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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studying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At present,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 
before class, lack of initiative, weak participation and difficulty in forming an academic knowledge system after class 
reflection are the main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According to Harold Kelley's Cube theory,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are mainly affected by three factors: personal factors, stimulus 
factor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spectively including the Chinese proficiency, learning engagement, personality 
and age; course teachers and peer groups; family and curriculum management system.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learning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establish a "student-
oriented" curriculum syste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stablish a sound classroom access mechanism and provide 
targeted curriculum learning support.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curriculum study; 
learning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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